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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希德与曹天钦总是面对面坐在书桌前办公。

②讲台前的谢希德。

③谢希德用打字机写推荐信、 为青年教师打专业英

语课讲义。

④谢希德曾用过的打字机如今陈列于博物馆内。

① ②

③④

工作之余， 谢希德也

有一颗乐观生活、 热爱生

活的赤诚之心， 有时候她

会趁空弹弹钢琴、 给家人

织毛衣。

■本报记者 姜澎 吴金娇

视点

百年诞辰之际，忆中国“半导体破冰者”
首位大学女校长谢希德

谢希德， 一个熠熠闪光的名字， 一位至

今 “活” 着的先生。

昨天是谢希德先生百年诞辰。 她离开我

们虽已逾二十个春秋， 但很多时候， 先生似

乎从未远离。 她的音容笑貌经常会闪现在学

人们的眼前， 她的真知灼见、 她的主张与坚

持， 犹如一盏明灯， 依然为后学带来温暖、

指明方向。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 在寒风萧瑟

万木凋零的严冬， 不得不离开家园； 如今春

回大地， 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 去耕耘，

去奋斗。” 2021 年 3 月 14 日 ， 复旦大学校

园原创大师剧 《谢希德》 开演。 舞台上， 众

多的 95 后、 00 后学子 “穿越时空”， 见到

了 “传说” 中的谢校长。

谢希德， 新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

物理学科奠基人、中科院院士，也是新中国成

立后首位大学女校长，是复旦大学的老校长。

昨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很多

和谢希德有过交集的后学们聚拢在一起。 有

人拄着拐杖，有人坐着轮椅，有人带来了昔日

谢先生亲笔写的书信， 有人精心准备了发言

稿……春雨淅淅沥沥，伴随着人们的回忆、述

说，谢希德先生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众多后辈的眼中， 谢希德的名字代表

着伟大， 但一些年逾八旬的老教授们也会娓

娓道来： “她呀， 是亲近到可以让青年教师

和学生随时敲开办公室的门去交心的人 ”；

在同行的眼中 ， 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

家， 更是一个准确把握科学和教育发展大势

的战略型科学家， 而在儿子曹惟正的眼中，

“她永远是我的妈妈， 是最温柔的妈妈”。

撰文忆谢希德， 著名物理学家沈元壤这

样说： “她艰难而又灿烂的一生， 为国家为

社会无私奉献， 广交天下， 为人不为己， 她

的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 永远是大家心中可

望而不可即的模范。”

破除美国阻挠，转道
英国后回到新中国

出生于 1921 年的谢希德， 父亲谢玉铭

是颇有建树的物理学家。 中科院院士杨福家

先生曾撰文提到谢玉铭， 称 “他在 20 年代

取得的成果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生在书香门第的谢希德， 在抗战流亡中

完成了中学学业， 考取大学后， 却因患骨关

节结核， 只能选择休学， 她的腿脚也因此留

下了终身不愈的疾病。 后来， 她跟着任教于

燕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父亲在国难中流亡漂

泊， 在病床上读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

从小， 父亲就常对谢希德说： “中国需

要科学。” 1952 年， 谢希德在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获得物理学博士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

到新中国， 但却受到阻挠。 美国其时已出台

规定 ， 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专业的中国学

生， 不得返回中国大陆。 当时， 身在菲律宾

的谢玉铭也希望女儿学成后留在英国或者美

国， 有更好的科研环境， 但谢希德和身在英

国的爱人曹天钦一心想回到新中国。

最后， 是曹天钦的老朋友、 英国著名学

者李约瑟伸出了援手。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英

国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后 ， 于 1952 年 8

月登上了 “广州” 号海轮回到中国。

国家正处百废待兴之时， 归来的这对学

术伉俪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曹天钦来到

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马上开始建立

实验室。 谢希德则来到复旦大学担任讲师，

承担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基础教学。 她用五

年时间， 开设了固体物理学、 量子力学、 半

导体物理学等六门课程。

当时， 这些课程在国内都还没有相应教

材， 于是谢希德亲自编写讲义， 每隔一两周

就发放给学生。 等到课程教

完， 一本本兼具系统性、 理

论性、 实用性的教材

也诞生了。 让人感佩的是， 为这些全新的

基础课程重新编写教材和讲义， 这在今天由

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 谢希德当时仅凭一己

之力便超量完成。

曹惟正先生记得， 家里珍藏着一本德文

版的 《理论力学》， 那是谢希德夫妇回国后

的第二年 （1953 年） 3 月 19 日， 是 “妈妈

从国外回上海的第一个生日， 也是到复旦大

学当老师后的第一个生日， 爸爸送给妈妈的

生日礼物， 爸爸还特地在扉页上写了 ‘德：

做一个模范的人民教师’”。 曹惟正说， “这

是爸爸对妈妈的希望， 也是人民对妈妈的期

望， 妈妈做到了。”

一穷二白办培训班，
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半导体
专业人才

    1956 年， 我国开始制定 12 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 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在北京大学成立， 由北京大学黄昆任主任，

谢希德任副主任。 接到北上的任务时， 谢希

德心中异常兴奋。 可当她准备踏进家门时，

一种无名的忧虑又涌上了心头， 因为那时，

儿子曹惟正才刚刚出生 5 个月。 那天跨进家

门， 她看见曹天钦正抱着啼哭的儿子哄他，

于是试探着说， “北京最近要搞个半导体物

理联合专门组。”

“放心吧 ! 我会照顾好惟正的。” 在丈

夫的支持下， 谢希德赴京， 完成了一项极为

重要的工作：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这个培

训班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 200 多名半导

体专业人才， 由此成为我国半导体人才的主

要发源地。 由黄昆、 谢希德二人合著的 《半

导体物理学》 于 1958 年出版， 这本开山著

作直到今天也仍是半导体物理学科的专业经

典教材 。 之后十年间 ， 谢希德更是编写了

《固体物理学》 教材， 一直到 1980 年代都被

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爸爸妈妈两人相识于中学时

代 ， 1952 年他俩结婚 、 携手回

国 ， 他们同一天加入中国共

产党 ， 1980 年 11 月同时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 在曹

惟正的心里 ， 最

温暖的莫过于 ，

“爸爸妈妈相

互 扶 持 、

相濡以沫

近半个世纪。” 在他幼年时期， 酷爱读书的

父母几乎每周日都要去外文书店购买影印的

外国期刊书籍。 影印本到了以后， 当时他常

常代表父母拿着 “上海外文书店订书通知

单” 去取书。 父亲看生物学的期刊， 母亲看

物理学的期刊 ， 一刻都不曾停止学术的追

求。 爸爸妈妈隔着书桌相对而坐， 埋头看书

的情景， 也是家里最温馨的画面。

1956 年 5 月，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同一

天下午在各自党支部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预

备党员。 谢希德后来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

“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难忘的日子， 从此

我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 也是要为无产阶

级事业奋斗终身的同志。” 而且， 他们都觉

得， 自己 “还很不够标准， 只能在今后不断

努力”。 谢希德说， 这种新党员的思想一直

持续到 1982 年她去北京参加 “十二大” 的

途中， 有同志提醒她入党已经 26 年， 才意

识到不能再以新党员自居了。

1983年春， 谢希德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

长，成为新中国重点大学的第一任女校长。

打破综合性大学只有
文理科的格局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中科院院士陶瑞

宝是谢希德先生的学生辈 ， 曾一起共事多

年。 “谢先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因为她的

人格难以复制， 更让人难以忘怀。 她对科学

前沿非常敏锐。” 陶瑞宝在接受采访时特别

提到一点， 谢希德一开始是做半导体基础研

究的， 但她没有忽视应用研究。 “一旦应用

领域开始发展， 比如开始做集成电路了， 就

决定将它分出去。 从后来的结果看， 很多集

成电路领域的知名学者都是从我们物理系分

出去的。”

“谢先生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昨

天，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陆栋拄着拐杖来到

学校， 和老友们一起回忆谢希德， 提及另一

个让人难忘的片段。 “在经历了那段特殊时

期后， 谢先生敏锐地预感到， 科教事业新的

春天要到来了。” 经过约半年调查， 她认为，

国际上正新兴起表面科学， 于是在 1977 年

底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 她提出在

我国发展表面科学的倡议。 这个报告， 得到

科学界和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

返校后， 她立即组建以表面物理研究为

重点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 下设表面

物理 、 真空物理 、 低能核物理 、 半导体物

理、 理论物理、 超导物理、 大规模集成电路

研究室。 从 1978 年到 1983 年， 这个研究所

共举行 13 个研讨班 ， 研究课题达 563 个 ，

发表论文 549 篇、 会议报告 711 篇， 在国际

上声誉日隆。

“谢先生可以称得上是战略型科学家。

大学改革是个世界难题， 但她敏锐地看出并

抓到了问题的实质， 打破了综合性大学只有

文理科的格局。” 曾在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

任职的王增藩说， 正是在谢希德的推动下，

复旦相继成立了技术科学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等好几个学院， 变

成一所拥有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 、 自然科

学、 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20 世纪 80 年代， 正是谢希德担任校长

期间，时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

明朗， 但是她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

重要性， 并逐步加强复旦开放性交流合作的

力度。 1984 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来

到复旦大学， 并首次在中国大学面向大学生

发表演讲，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并热议。

“人走出去，知识带回来”

在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二楼， 谢希德曾

经用过的办公室自她去世后被原封不动地保

留着， 已逾 20 年了。 “谢先生经常在这里

打字， 给学生们写推荐信。” 83 岁的复旦大

学物理学系教授叶令告诉记者， 正是用这台

绿色的打字机， 谢先生给学生写推荐信、 打

印为青年教师上专业英语课的讲义。

自 1983 年起，谢希德每年都要出席美国

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了解国际物理学科前

沿领域，将最新的科研进展情况带回国内。在

谢希德的关心和积极联系下，短短七八年间，

复旦有 600 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 他

们学习归来后，更新了教学内容，对建设国家

急需的缺门学科产生了积极作用。 走出去的

同时，也有几百位外国专家学者，到复旦大学

进行学术交流，拓展了师生眼界。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走出去， 谢希德坚持

亲自动手为学生向世界高校写推荐信。 她曾

说， “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 但对我是

一种乐趣。”

有人统计， 在她当校长的几年里， 平均

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 每年要送出去一百

多位学生。 对这些学生， 她只有一个要求：

毕业后要回报祖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原全球副总裁朱民永远记得自己出国前谢希

德的叮咛： “好好学习， 国家需要你们！ 人

走出去， 知识带回来。”

“正是带着谢校长的推荐信， 我得以走

向世界舞台。 现在想想， 好像手上还有校长

的余温。” 2016 年， 朱民结束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任职后， 谢绝了一系列国际金融组

织的邀请， 毅然回到国内， “因为我不能辜

负谢校长的厚爱”。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心里， 永远

记得一桩事： 1994 年底， 他从德国回来后，

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 谢希德爽快地答

应为他写推荐信。 不料， 谢先生的爱人曹天

钦去世。 资剑请先生不要写了， 找其他老师

写 ， 或者自己写个初稿 ， 先生改改再签个

名。 没想到在曹先生追悼会次日， 谢希德就

把推荐信给了资剑 ， 满满几页 ， 全是手写

的， 她说 “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 资剑

说： “先生在巨大的悲痛中为我写这封推荐

信， 我没齿不忘。”

“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

在谢希德的身上，有很多闪光的标签：物

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与她接触过

的人无一不感慨，谢先生做人实事求是，做事

留有余地。 她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 乐观生

活、热爱生活的赤诚之心，闪耀着美的光辉，

鼓舞和激励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复旦当校长时， 从基建项目的审批

到解决教师的住房， 谢先生每天需要处理大

量公事。” 王增藩说， 从先生的住处到学校，

她每天都坐班车和老师们一起来上班。 “当

时， 谢先生和我们说， ‘坐在班车上可以提

前处理一些公事， 又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同事

们交流 。 听听各种议论 ， 其中虽然有发牢骚

的， 但是也不乏见解独特的’。”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的家离谢希德的家

很近。 在她的印象中， 每天早上六点半， 她总

能准时在候车点看到老校长的身影 。 “印象

中， 谢先生总离不开一身得体的西装， 胸前始

终系着一根飘逸的丝巾， 尽管穿着朴素， 但始

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在校车上， 大家都赶

着坐在谢希德的身旁， 借着搭车的工夫求教一

番。 碰上谢希德不搭校车的那天， 连校车司机

都直叹 “没劲”！

“平时生活中， 谢先生非常端庄、 稳重、

平和、 宽容 ， 但遇上工作 ， 她却只争朝夕 。”

叶令是谢希德的学生， 也是同事。 1978 年她

从仪表局的一家工厂调回复旦工作， 就职于表

面物理研究室理论组。 一方面离开专业好些年

了 ， 另一方面自己又并非半导体物理专业出

身， 这让叶令感到胆怯， 有点放不开。 得知她

的困难， 谢希德立刻开出一张书单给她查缺补

漏， 勉励她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当时数

学系的计算机条件较差， 计算一个小分子就要

花一个通宵， 但谢希德从不气馁， 鼓励她 “你

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 这个方向吃准了， 你就

着手做”。

谢希德的 “拼命 ” 众所周知 。 1966 年 ，

谢希德曾罹患癌症。 焦扬记得， 上世纪 90 年

代末去华东医院探望谢希德， 谢希德简直将病

房变成了另一个办公室和会议室， 病床边围满

了前来求教的老师和学生。

1999 年 9 月 3 日， 文汇报刊发的 《谢希

德病榻审改科普小品》 一文， 如今读来亦让人

感慨 。 当时 ， 谢希德在华东医院已住院一年

多， 仍担任杉达学院的名誉校长和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主任， 每天要处理许多事务， 接待

一批批来访的客人。 而那一次记者去采访， 是

因为获得一个线索： 她答应帮忙修改两篇科学

小品， 且同意担任新世纪版 《十万个为什么》

的编委。 “写科普文章有相当大的难度。” 谢

希德认为， 科普文章要用通俗的语言， 把基本

的科学知识告诉给青少年和普通的老百姓， 在

短小的篇幅里将事情写清楚， 把道理讲明白。

“这次， 她修改两篇关于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

路的文章， 也像做科学实验一样， 没有丝毫马

虎。 ……有一个地方， 作者为求形象生动， 用

‘指甲大小’ 四个字来描述一个微小的面积概

念。 谢教授说， 男性的手指甲和女性的手指甲

相差很大， 即便是一个人， 小指和大拇指也是

不能比的， 所以把它改成了 ‘一平方厘米’ 这

样较为精确的写法。”

2000 年 3 月 4 日 21 时 35 分 ， 谢希德先

生因病医治无效， 在华东医院逝世。

这些年， 很多人怀念先生， 说她的魅力不

仅来源于其矢志不渝的人生信念， 以及她一生

靠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做出的令世人瞩目的

成绩， 更来源于她对人、 对事、 对生活的极其

真挚的朴实无华的平常心， 来源于她德高望重

又始终坦然拥有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有人曾问谢希德， 对于回国的决定是否后

悔， 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后悔， 因为我

爱中国！”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 ， 谢希德也曾这样写

道 ： “回国后直到父亲 1986 年在台湾过世 ，

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这对我是很伤心的

事， 因为他非常爱我。 后来在他的遗物中， 我

发现了我的结婚照， 他复印了许多。”


